











     
 
闻知日本东京大学田仲一成教授有大著《中国戏剧史》问世已是前几年的






田仲教授对中国农村戏剧的关注，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到现在，已经半个
多世纪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他先是埋头于从明清时期记载农村戏
剧实际演出情况的审判记录（案例）和行政文书（公文）中挖掘收集戏剧记录
的片断，公开印行了《清代地方剧资料集》（东京大学东阳文化研究所，
1968）。通过这些资料的收集和解读，他注意到中国的农村戏剧是结合农村祭
祀而演出的，进而萌发了“祭祀戏剧”的概念。自 1978 年以后，田仲教授先后
赴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以及中国内地进行实地调查，先后完
成了《中国祭祀戏剧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中国的宗族和戏
剧》（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中国乡村祭祀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9）、《中国巫系戏剧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等论著。1998 年东
京大学出版会为其出版的《中国戏剧史》可以说是作者 30 多年来学术研究的结
晶，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它展示了笔者研究历程的里程碑，学术攀登所到达
的高度”（《中译本自序》）。 
田仲教授《中国戏剧史》“序论”一节说：“中国戏剧史的研究，约有百
余年的历史，但其视点主要指向宫廷、妓院表演的都市戏剧，而面向农村戏剧
的，几近于无。”应当说，这种对中国戏剧史研究的批评，是符合客观实际
的，如田仲先生上一辈的日本著名学者青木正儿所著《中国近世戏曲史》也同
样是以文人的雅部戏剧为主，但这里存在的更关键的问题是：应当如何估价农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村戏剧（包括“祭祀戏剧”）对于中国戏剧的意义？中国戏剧是否也与日本、
西欧的戏剧一样，起源于“祭祀戏剧”？从“祭祀戏剧”的角度“来重构中国
戏剧史”是否可能？ 
在笔者看来，田仲教授《中国戏剧史》一书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便是混淆了
“仪式性戏剧”与“观赏性戏剧”的差异。我在这里借用的“仪式性戏剧”与
“观赏性戏剧”这一对概念，是王兆乾先生在《仪式性戏剧与观赏性戏剧》一
文（文见胡忌主编《戏史辨》第二辑）中提出的。他所谓的“仪式性戏剧”其
指义与田仲教授的“祭祀戏剧”略相当，他所谓的“观赏性戏剧”主要是指自
宋元以来包括南戏、杂剧、传奇以及近代地方戏的一类戏剧。王兆乾先生的这
种划分，主要是以戏剧功能为着眼点的，“仪式性戏剧”（或“祭祀戏剧”）
其主要功能是祈求平安福祉，而“观赏性戏剧”则是以娱乐观众为其主要目
的。如果我们从表现形式方面着眼，我们也很容易看到，“祭祀戏剧”与“观
赏性戏剧”其实也有明显的差异。如果说，“祭祀戏剧”和“观赏性戏剧”都
是“扮演”，也都是“戏剧”，但在“如何扮演”这一点上却有根本性的差
异。如“观赏性戏剧”在表现人物的表现思想情感时，一般是“夸张”的，单
就“夸张”这一点而言，似乎与“祭祀戏剧”是极其相近的，但“观赏性戏
剧”的这种“夸张”同时也受“美”的原则制约。例如“观赏性戏剧”常有的
“脸谱”与“祭祀戏剧”所用的“假面”，从表面看来有相似之处，但前者需
以“美观”为前提的，而后者可以完全不把“美”的原则考虑在内，竭尽恐怖
阴森之能事。质言之，起自宋元的中国民族戏剧（即王兆乾先生所谓的“观赏
性戏剧”），与中国画等民族艺术一样，是在华夏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念之下逐
步成形和完善的，它与“祭祀戏剧”有艺术与非艺术的本质性差异。正因为如
此，“祭祀戏剧”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因为历史时间的推移进化、上升成
为“观赏性戏剧”。我们无法假想，从巫师傩神的狂魔乱舞中可以产生一个高
雅端庄的梅兰芳！田仲教授“把这种祭祀戏剧，特别是与巫术相结合的巫系戏
剧看作中国戏剧的起点，来重构中国戏剧史”（《序论：视点和方法》），其
理论前提是极不可靠的。 
把“祭祀戏剧”与“观赏性戏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戏剧当成同一种戏剧
来对待，这种做法，从另一方面而言，可以说使后者受到无辜的轻视，是对中
国民族戏剧的一种贬低。中国（民族）戏剧虽然起自民间，“南宋戏文”自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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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戏剧无疑，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因为作为文化载体的文人的参
与，它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戏剧由“民间戏剧”逐渐
上升成为“民族戏剧”。“祭祀戏剧”作为“民间戏剧”，就其文化含量而
言，是完全无法跟“民族戏剧”相提并论的。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
“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并在首批 19 个项目中荣登榜首，其所
以获此殊荣，并不仅仅因为它是“遗产”，更是因为它是华夏民族的“文化”
遗产；就此一点而言，其与今日非洲土著的宗教仪式活动有天壤之别。华夏民
族有自己可以为之自豪的戏剧，就是因为我们有独具民族特色的“民族戏
剧”，而非“祭祀戏剧”。不论是贵池的“傩戏”，还是贵州的“地戏”，或
者中国其他地区的现存的与民间宗教祭祀密切相关的“祭祀戏剧”，都是值得
我们认真对待和研究的。由此我们可以对我们民族的历史，特别是以平民百姓
为主体（而非帝王士大夫为主体）的历史，有更深切的了解；但我们没有必要
把它们到推举到一种不适宜的高度，过分夸大其对中国戏剧史的意义，以致使
之混同于我们的“民族戏剧”。 
正是因为带着这样一种主题先行的假想——从“祭祀戏剧”的角度描述中
国戏剧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田仲教授的《中国戏剧史》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分
析论证方面，出现了许多难以周延之处。如田仲教授《中国戏剧史》第四章对
元代杂剧的论析。田仲教授的《中国戏剧史》真正进入中国戏剧史的讨论不是
始自宋代的南戏，而是始自元代的杂剧，元剧剧本被认为是“现存最古老的戏
曲剧本”（第 137 页），《张协状元》等《永乐大典》所保存的现存最早的南
戏剧本则完全不在《中国戏剧史》的讨论之内，至于“荆、刘、拜、杀”和
《琵琶记》则在《中国戏剧史》第五章“明代戏剧的变质”被加以讨论。田仲
教授之所以选择元杂剧作为其讨论的起点，就是因为在田仲教授看来，元杂剧
与“祭祀戏剧”的关系比之其与南戏更为直接，元杂剧是最早从祭祀仪式中演
变出来的一类戏剧。具体而言，《关张双赴西蜀梦》、《地藏王证东窗事犯》
等“英灵镇魂剧”和《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等“女性冤魂剧”
都是从乡村的孤魂祭祀中产生的，《岳孔目借铁拐李还魂》、《散家财天赐老
生儿》、《西厢记》等起源于宗族的祭祀，《诈妮子调风月》《诸宫调风月紫
云亭》等“风情剧”和《黑旋风双献功》、《好酒赵元与上皇》等“强人侠士
剧”则都产生于市场（勾栏）环境。元剧被称为“一代之文学”，元剧家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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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元剧的抒写，呈现其才情，表露其心迹。把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元曲杂剧
的产生，完全归因于镇抚孤魂野鬼或希求宗族繁荣等现实的功利需要，显然是
失之轻率的。 
又如田仲教授《中国戏剧史》对明代戏剧的某些论析。《琵琶记》之后的
南戏、传奇由于逐步确立了较为稳定的生、旦离合结构，早期南戏中曾经常见
的英雄传奇类、公案故事类剧目逐渐减少，戏剧题材转以婚姻爱情类为多，即
所谓“十部传奇九相思”，这主要是由这种生、旦离合的结构体制所决定的。
田仲教授的《中国戏剧史》在解释这一现象时，不是从艺术本身着眼，而是归
之于江南乡村女性自杀、冤死者比此前增多，对这些女性冤魂的镇抚成为必
要，于是南戏的婚恋戏（田仲先生称之为“女性冤魂剧”）开始盛行，由此导
致了“江南戏剧剧目内容构成由以英雄为中心转向为以女性冤魂剧为中心”
（第 177 页）。这种匪夷所思的论断，在《中国戏剧史》一书中可以说所在多
有。 
实事求是的说，田仲教授数十年来所做的有关中国民间祭祀戏剧的调查工
作，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佩的，《中国戏剧史》所提供的这一方面的大量的珍
贵的调查资料也基本上是可靠的，在今后也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中国戏剧
史》第六章、第七章等章节在描述近代花部戏剧的演出时也披露了一些鲜为人
知的历史材料，但《中国戏剧史》以这些原始资料为依据而进行的一些推演，
则大多难以令人信服，这是我们在拜读《中国戏剧史》一书之后，深深为之惋
惜和遗憾的。 
 
